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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受欺负对抑郁的影响：一个多重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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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抑郁症状与网络受欺负、个体的应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的关系。方法：采

用网络受欺负量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应对自我效能感量表、情绪调节问卷对武汉某两所

高校 1 454例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76%，不存在性别差异。大

学生的网络受欺负得分与抑郁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16，P＜0.01），应对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r=－0.37，P＜0.01），认知重评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r=－0.23，P＜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应对自我效

能感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25.68%，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 5.71%，应对自我效能感与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多重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3.07%。结论：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与大学生的抑郁关系中起多重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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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internet bullying, individual coping self-efficacy,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Methods: A total of 1 454 college

students from two universities in Wuhan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Scale, Coping Self-efficacy Scal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ollege students was 4.76%, and there was no gender

differenc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 of cyberbullying and the total score of

depression (r=0.16, P<0.01),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ping self-efficacy and depression (r=

－0.37, P<0.01),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depression (r =－0.23,

P<0.01). SPS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elf-efficacy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ccounted for 25.68% of the total effec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ccounted for 5.71% , and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elf-efficacy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ccounted for 3.07% .

Conclusion: Coping self-efficacy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play multiple mediating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yber-victimization; coping self-efficacy; cognitive reappraisal; depression

抑郁是影响大学生健康成长的严重心理

问题，以往研究表明，超过20%的中国大学生

患有抑郁症，而且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中一

直在增长[1-3]，因抑郁、焦虑和压力导致的自

杀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也不断增多[4,5]。负

性生活事件是抑郁产生的主要原因，随着互

联网迅速发展与普及，网络受欺负的经历逐

步成为个体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网络受

欺负是指个体在电子信息交流过程中反复

受到其他个体欺负的现象 [6]。一些研究表

【编者按】 抑郁症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精神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抑郁发作时

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缺乏等，部分患者存在自伤、自杀行为，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给予及时、有效的治

疗是改善抑郁症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因此，本专题特纳入抑郁相关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包括论著：《大学

生网络受欺负对抑郁的影响：一个多重中介模型》、《童年创伤和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

的影响》、《父母温暖和拒绝读高中生非自杀行自伤行为的影响》；综述：《抑郁症残留症状的临床现状及运

动疗法的应用》。

抑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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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网络受欺负对个体的抑郁症状有重要的预测作用，

暴露于网络欺负行为会增加遭受网络欺负大学生抑郁

甚至自杀的风险[7-9]。Maria等[7]对 1 282例大学生进行

调查后发现，遭受了网络受欺负的大学生会表现出高

度的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意念；另外一项为期12

月的纵向研究也发现，网络受欺负经历能显著地预测

个体抑郁症状的发生[10]。

网络受欺负影响抑郁的形成可能是一个复杂的机

制，会受到个体信念与认知方式的影响，如应对自我效

能感和认知重评。应对自我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在面对

压力的情况下运用有效的应对策略的能力的信念[11]，

它被认为是个人在遭遇网络欺负后能否主动采取行为

保护自己的关键因素[12]。Trompeter等[13]研究发现，应

对自我效能感与网络受欺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并在

网络受欺负和抑郁之间起着部分中间作用。除应对自

我效能感外，认知重评也会影响网络受欺负的应对过

程。认知重评是指个体有意对事件的意义进行有选择

性的解释，是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方式[14]。研究表明，

相比于实施网络攻击行为的个体，网络受欺负者会表

现出更大的情绪失调[15]和认知重评能力下降，而低认

知重评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发展出抑郁症状[16,17]。

综上可见，网络受欺负经历是影响大学生抑郁的

又一重要因素，然而目前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少，尤其缺

乏对其内在影响机制的探讨，因此，本研究拟以武汉市

大学生为被试，探究网络受欺负影响个体抑郁的内在

机制，以及分析应对自我效能和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

负经历与抑郁症状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为日后预防

与干预措施的有效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方便抽样法，选取武汉市某两所综合类

高校共1 454例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删除不认真作答

和不完整问卷 25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1 429份。其

中，男生 650例（45.5%），女生 779例（54.5%）。本次调

查共包括三个年级，分别为大一 556 例（38.9%，男生

254例，女生302例），大二457例（32%，男生209例，女

生 248 例），大三 416 例（29.1%，男生 187 例，女生 229

例），年龄17～22岁。

1.2 研究工具

1.2.1 网络受欺负量表修订版（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RCBI） 国内修订的中文版 RCBI包含网络

欺负和网络受欺负两个分量表[18]，本研究采用网络受

害者分量表测量被试在最近6个月内遭受网络欺负的

频率。网络受欺负分量表共有14个项目，采用“1=从未

遇到”至“4=3次以上”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网络欺

负卷入程度越深。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72。

1.2.2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Scale，CSMHS） CSMHS 由

方晓义等[19]编制，该量表包括 96 个题目，三个筛查级

别，22个维度指标。本研究采用二级筛查中的内化心

理问题部分测量抑郁症状。该量表是描述过去一个月

内是否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采用“1=一点

也不像我”至“4=非常像我”4点计分，量表得分越高，

表明抑郁症状或困扰的程度越严重，在抑郁维度上得

分标准分＞2分，可认定该个体有较高抑郁风险，需要

尽快进行面对面访谈且重点关注，以便于及时进行干

预[20]。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是0.83。

1.2.3 应对自我效能感量表（Coping Self-Efficacy

Scale，CSES） CSES 由 Singh 等 [21]在 2011 年编制，本

研究中经由两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翻译成中文，并由

两名英语专业研究生修正语言形成中文量表。该量表

包含16个条目，用于评定青少年应对同辈欺负的应对

自我效能感。例如，“和别人谈谈你的感受”。使用“1=

从不，5=总是”5点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应对自

我效能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

数是0.89。

1.2.4 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

re，ERQ） ERQ共 10个条目，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

制2个分问卷[22]。本研究选取其中的认知重评分问卷，

共6个条目，采用“1=从未如此”至“5=总是如此”5点计

分，得分越高，表示认知重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

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是0.82。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

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组别大学生抑郁症风

险检出率；使用统计软件 SPSS 26.0 的插件 process 检

验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和抑郁症状

之间的中介关系，通过Bootstrap程序检验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排除因问卷法而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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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an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

有 10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数，且第一个公共因

子能解释的变异量为19.86%，小于Podsakoff等提出的

40%的判断标准[23]，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统计及差异分析

在网络受欺负方面，48.2%的大学生在过去6月中

至少有过一次被欺负的经历，就性别而言，男性检出率

为 56.77%，女性检出率为 47.63%，男性显著高于女性

（χ2=11.86，P＜0.01）。抑郁症状方面，参照方晓义等的

标准，有4.76%的大学生存在极高的抑郁症风险，就性

别而言，女性检出率为4.75%，男性检出率为4.77%，性

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5，P＞0.05）。

2.3 大学生抑郁风险在不同变量间的分布情况比较

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在抑郁症风险发生率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

效能感与认知重评得分在有无高抑郁症风险之间有统

计学意义（P＜0.01），见表1。

2.4 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及抑郁的

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关系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后，得到各变

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网络受欺负与抑郁呈

显著正相关（r=0.16，P＜0.01），与应对自我效能感呈显

著负相关（r=－0.14，P＜0.01），与认知重评呈显著负相

关（r=－0.14，P＜0.01），应对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呈显著

负相关（r=－0.37，P＜0.01），认知重评与抑郁呈显著负

相关（r=－0.23，P＜0.01），见表2。

2.5 变量间的中介模型分析

采用SPSS 26.0中的插件 process将性别和年级作

为控制变量，对全部变量进行中介模型分析。各变量

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表明网络受欺负能显著负向预测被

试的应对自我效能感（β=－0.59，P＜0.01）；网络受欺负

显著负向预测认知重评（β=－0.17，P＜0.01），应对自我

效能感能显著正向预测认知重评（β=0.16，P＜0.01）。

当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同时预测

抑郁时，网络受欺负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11，P＜

0.01），而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显著负向预测抑

郁（β=－0.07，P＜0.01；β=－0.05，P＜0.01），见表3。考

虑到网络受欺负对抑郁的直接影响仍显著，应对自我

效能感和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

网络受欺负影响抑郁的三条间接途径对应的间接

效应及其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3。应对自我效

能感和认知重评的总间接效应（0.057，占总效应的

34.46%）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0值，表明两个

变量

性别

年级

网络受欺负M/(SD)

应对自我效能感M/(SD)

认知重评M/(SD)

组别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

人数

650

779

556

457

416

抑郁症状

低风险/%

495(76.15)

559(71.76)

403(72.48)

328(71.77)

323(77.64)

1.10(0.17)

3.75(0.68)

5.37(0.85)

高风险/%

31(4.77)

37(4.75)

24(3.08)

22(4.81)

22(5.29)

1.21(0.32)

3.03(0.67)

4.76(0.90)

χ2/t值

0.05

0.237

－2.99

8.50

5.95

P值

>0.05

>0.05

<0.01

<0.01

<0.01

表1 不同组别大学生抑郁风险检出率比较

变量

网络受欺负

应对自我效能感

受害者角色分离

避免攻击性行为

主动行为

避免自责

认知重评

抑郁

M

1.10

3.63

0.89

0.90

0.95

0.88

5.29

1.54

SD

0.15

0.69

0.32

0.21

0.21

0.23

0.84

0.43

网络

受欺负

1

－0.14②

－0.11②

－0.07①

－0.13②

－0.09②

－0.14②

0.16②

应对自我

效能感

1

0.76②

0.73②

0.65②

0.78②

0.36②

－0.37②

受害者

角色分离

1

0.32②

0.30②

0.40②

0.19②

－0.24②

避免

攻击性行为

1

0.35②

0.54②

0.31②

－0.28②

主动

行为

1

0.35②

0.29②

－0.30②

避免

自责

1

0.30②

－0.28②

认知

重评

1

－0.23②

抑郁

1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性（N=1 429）

注：①P<0.05，②P<0.01，③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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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在网络受欺负和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

应。该中介效应包含三条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第一

条途径为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抑郁，其间

接效应值为0.045，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表明中介作用

显著；第二条途径为网络受欺负→认知重评→抑郁，其

间接效应值为0.01，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表明该途径

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第三条途径为网络受欺负→应

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抑郁，其效应值为 0.00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值，表明该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显

著，见表4。

对不同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进行两两比较的差异

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比较1（途径1和途径2间接效应

之间的差值）和比较2（途径1和途径3间接效应之间的

差值）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0值，这表明途径

1的间接效应显著高于途径2和途径3。比较3（途径2

和途径 3 间接效应之间的差值）的 bootstrap 95%置信

区间含0值，表明途径2和途径3的间接效应之间不存

在显著差异，见图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48.2%的大学生在过去6月中至

少有过一次网络受欺负经历，与Kowalski等研究结果

相似[24]，说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学生手机、电脑等

电子设备的使用频率与时长不断增加，这可能会加大

其网络受欺负的风险。与以往的研究结果[25]相似，在

性别方面，男生网络受欺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即男生

遭受网络欺负的频率和程度高于女生，可能是相对于

男性而言，女性具有高度的同理心和道德脱离，更有可

能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并感知周围环境系统的支持[26]，

能减少其网络受欺负的经历。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4.76%的大学生存在高抑郁症风险，与 2021年常模中

的检出率4.78%相似[20]，大学生处于从家庭走向社会的

重要过渡期，面临的挑战由单一的学业压力转变为适

应、实践、表达、社交等多方面能力要求，加之离开家庭

所产生的孤独感，都是容易引发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因

素。因此，网络受欺负以及抑郁的大学生应引起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者的重点关注。

本研究探讨了网络受欺负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直接

效应，结果与先前的研究一致[27,28]，即大学生的网络受

欺负经历能直接正向显著预测抑郁，网络受欺负可能

是大学生抑郁症发生的一个显著风险因素。根据网络

受欺负的一般攻击理论，网络受欺负经历首先会引发

受欺负者的负面情绪，如抑郁、焦虑，并提高其负面情

绪唤醒水平，加之在网络上遭受欺负的大学生通常容

易保持沉默，较少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其感知到的社会

支持水平更低[29]，因而容易引发长期的抑郁状态。

本研究发现，在控制性别和年级后，应对自我效能

感和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和抑郁的关系中起到多重

中介作用，丰富了大学生网络受欺负对抑郁症状影响

的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并为后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应对自我效能感

认知重评

抑郁

预测变量

网络受欺负

网络受欺负

应对自我效能感

网络受欺负

应对自我效能感

认知重评

整体拟合指标

R

0.14

0.38

0.41

R2

0.02

0.15

0.17

F

9.28

61.15

56.60

P

<0.001

<0.001

<0.001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59

－0.17

0.16

0.11

－0.07

－0.05

t

－5.13

－3.50

14.09

4.43

－12.13

－4.16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3 各变量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

总间接效应

Ind1 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抑郁

Ind2 网络受欺负->认知重评->抑郁

Ind3 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抑郁

比较1（Ind1-Ind2）

比较2（Ind1-Ind3）

比较3（Ind2-Ind3）

间接效应值

0.057

0.043

0.010

0.005

0.033

0.038

0.004

Boot标准误

0.010

0.009

0.004

0.002

0.010

0.008

0.004

BootCI下限

0.038

0.027

0.003

0.002

0.014

0.023

-0.002

BootCI上限

0.079

0.062

0.018

0.009

0.054

0.055

0.012

相对中介效应

34.46%

25.68%

5.71%

3.07%

表4 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的中介效应分析

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Bootstrap方法计算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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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和干预提供了方向。首先，与以往研究结果相

似，网络受欺负会通过应对自我效能感对抑郁产生间

接影响，表明网络受欺负经历会降低个人的应对自我

效能感，导致其体验到更多的抑郁情绪。这可能与应

对自我效能感的特点有关，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

认为，个体的成败经验是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主要因素

之一[32]，网络受欺负作为一种失败的网络人际交往体

验，也会导致个体的应对自我效能感降低。同时，依据

网络保护动机理论，自我效能感是个人采取自我保护

行为的重要前置条件[29]，因此，在网上遭受欺负后，大

学生应对自我效能感会降低，自我保护行为也会减少，

从而减弱了对自己的情绪管控，导致其会体验到更多

的抑郁情绪。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了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与

抑郁症状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当大学生经

历网络受欺负后，积极的认知重评能降低其抑郁程

度。认知重评是个体自我调节的重要方式，它能指导

个体重新解释由负性事件唤起的主观意义，从而改变

由事件引起的负性情绪。因此，当大学生遭受网络受

欺负等消极的生活事件时，积极的认知重评可以帮助

他们从这些负性的事件中找出新的积极角度，赋予其

积极的理解，从而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同时，fMRI

的研究证据也表明，积极的认知重评可通过杏仁核显

著唤起以海马区为基础的新联想形成和以纹状体为基

础的精神奖励来调节情绪，从而产生一种新颖和积极

的情绪体验，而且可以形成长期记忆，在减少抑郁等负

面情绪中具有长期效果[33]。这提示未来可以通过指导

大学生建立积极的认知重评策略来降低网络受欺负所

产生的抑郁情绪，维护其身心健康。

最后，本研究还发现了应对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

认知重评影响大学生的抑郁症状，这一链式中介作用

表明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可以共同缓解负性生

活事件给个体带来的负面身心影响。自我效能感是压

力情景下个体进行认知评估的重要资源[34]，在经历网

络欺负行为后，应对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大学生更容

易将此事看做是挑战而非威胁[35]，从而更倾向于使用

积极的认知重评策略，更多关注压力性事件中的积极

因素，提高心理弹性，降低抑郁症状发生的可能性。在

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应该既教授大学

生掌握处理负性情绪的调节方式，又要培养大学生应

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自我效能信念。强而稳定的应对自

我效能信念与积极的认知重评方式相结合,有助于个

体合理管理情绪，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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